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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分析了农民工和本地城镇

居民在就业率、 就业岗位分布、 工资等劳动力市场表现方面的差异及其变化。 研究发现，
农民工的就业概率高于本地城镇居民， 但两者之间的差异在缩小； 两个群体的就业岗位分

布存在明显差异， 但就业分割程度在缩小； 工资差异的分解结果显示， 两个群体的工资决

定机制有所趋同， 个人特征差异尤其是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是造成工资差异的主要因素。 虽

然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在劳动力市场表现方面的差异呈缩小趋势， 但在进入国有部门就

业方面仍然存在明显障碍。 政策应着力破除农民工遭受的就业歧视， 提高他们在城市劳动

力市场上的融入程度。
关 键 词　 农民工　 本地城镇居民　 劳动力市场表现

一　 引言

“十四五” 时期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也是推进乡村振兴、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五年。 ２０２０ 年

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６３􀆰 ９％ ， 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 ４５􀆰 ４％ ， 深化户籍制度

改革，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依然任重道远，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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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把握以人为核心这个根本①。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确保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

得到公平对待、 获得稳定就业、 稳步提升收入水平， 是引导劳动力在城乡间有序流动、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前提保障。

新中国成立伊始， 出于重工业发展的需要， 中国政府在 １９５８ 年建立了户籍制度，

导致了中国严重的城乡二元分割， 阻碍了劳动力在部门间、 地域间和所有制之间的流

动 （蔡昉等， ２００３）。 改革开放以来， 家庭承包制的实施释放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加大了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 加上户籍管制的放松和城

市其他福利体制的改革， 农业劳动力开始大量流入城市 （章莉等，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年全国

农民工总量达到 ２８５６０ 万人， 其中外出农民工 １６９５９ 万人， 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

工 １３１０１ 万人， 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大量的农民工流

入城市， 对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增加农村家庭收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重

要作用 （蔡昉等， ２００１； 孙文凯等， ２００７； Ｇｉｌｅｓ， ２００６）。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 农民工虽然与本地城镇居民同处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却享

受不到同等待遇， 劳动力市场表现也存在明显差异。 中央政府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明确取消

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划分， 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但户籍制度并未

从根本上得到改革，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依然存在。 一方面， 户籍制度以及由此产生

的户籍歧视可能导致农民工在就业机会、 子女教育、 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均享受不到与

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 （王美艳， ２００５； 姚先国、 赖普清， ２００４）； 另一方面， 户籍歧视

导致农民工聚集于低层次的就业岗位， 工资收入与城镇居民存在很大差异 （田丰，

２０１０； 邢春冰， ２００８）。 对农民工的差别对待， 不仅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 影响

资源配置的效率， 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还会导致整个社会阶层的分化， 妨碍农

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和新型城镇化的实现 （蔡昉等， ２００１； 李强， ２００４； 章元、 王昊，

２０１１）。

近期不少文献对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差异进行了研究， 但主

要集中在工资差距方面 （于潇、 孙悦， ２０１７； 章莉等， ２０１４； 章莉等， ２０１６； Ｑｕ ＆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７； Ｚｈｕ， ２０１６）。 许多研究都发现两个群体之间存在显著的工资差距， 但对

于工资差距的成因还存在分歧。 此外， 一些文献集中研究了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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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来自 《中国统计摘要 （２０２１）》，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ａ ／ ２０２１０５ ／ １０ ／ ＷＳ６０９８ｃ６４０ａ３１０１ｅ７ｃｅ９７４ｅ５７ｄ􀆰 ｈｔｍｌ。
来自国家统计局 《２０２０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就业分割现象 （陈钊等， ２００９； 李实、 吴彬彬， ２０２０； 孙婧芳， ２０１７； Ｄéｍｕｒｇ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但对于 ２０１３ 年之后就业分割程度的变化情况鲜有涉及①。 最后， 受数据可得性

和代表性的限制， 对于近年来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劳动参与行为的差异缺乏研究。 农民

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差异的变化趋势是什

么？ 农民工融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回答上述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ＨＦＳ） 数据， 全面考察了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在就业率、 就业岗位分布和工资收入

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变化。 相较于以往的研究，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 第一， 现有文

献对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除工资收入之外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差异重视不够， 本文从

劳动参与、 就业分割和工资差异等多个角度开展研究； 第二， ＣＨＦＳ 数据样本量较大、
代表性较好， 允许本文利用同一套数据对两个群体多个维度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差异进

行剖析； 第三， 现有文献受数据所限， 研究时期主要集中于 ２０１３ 年之前， 本文利用更

新的数据对近期两个群体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差异及变化进行了详细刻画。 接下来， 本

文的其他内容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 第三部分是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 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在有关劳动参与和失业的文献中， 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基于中国城镇住户调查

（ＵＨＳ） 数据， 研究发现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５ 年城镇居民的平均劳动参与率为 ８２􀆰 ２％ ，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２ 年平均劳动参与率下降到 ７８􀆰 ２％ ，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９ 年进一步下降为 ７４􀆰 ２％ ；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５ 年平均失业率稳定在较低水平的 ３􀆰 ７％ ，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２ 年伴随着国企改革和大规模

工人下岗， 平均失业率上升到 ６􀆰 ２％ ，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９ 年进一步上升到 ９􀆰 ５％ 。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基于 ６ 个省份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 （ＵＨＳ） 数据， 研究发现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２ 年城

镇居民的平均失业率为 ８􀆰 ５％ ， 并且在这段时期内呈下降趋势。
受数据所限， 现有文献对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劳动参与和失业差异的相关研究

还较少， 同时研究结论也存在分歧。 张车伟和吴要武 （２００３） 基于 ２０００ 年第五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 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高于本地城镇居民， 失业率则显著低于

本地城镇居民。 王德文等 （２００４） 同样基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也发现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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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实和吴彬彬 （２０２０） 使用了较近的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



的失业率远低于城市本地居民。 而吴贾等 （２０１５） 基于 １９８９ － ２０１１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

调查 （ＣＨＮＳ） 数据， 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失业率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高于城镇居民， 并且农

民工相对于城镇居民的失业概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增加。

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就业分布的差异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 如果城市

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和自由流动的， 劳动力又是同质的， 那么城市外来劳动力和本

地劳动力的就业分布应该完全一致 （王德文等， ２００４）。 但是， 由于户籍制度造成的劳

动力市场分割， 与城镇居民相比， 农民工在职业获得、 行业进入和所有制部门进入三

个维度上都遭受到了明显的户籍歧视。 以往的许多文献都证实了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在

职业 （李骏、 顾燕峰， ２０１１； 孙婧芳， ２０１７； 王美艳， ２００５； Ｍｅｎｇ ＆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１）、

行业 （陈钊等， ２００９； 严善平， ２００７） 和所有制 （田丰， ２０１０； Ｄéｍｕｒｇ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等方面就业分布的不平等。 李实和吴彬彬 （２０２０） 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ＨＩＰ） 和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研究发现， 近年来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的行业、 职

业以及所有制部门就业分割程度均有所下降。

现有研究证实了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之间存在显著的工资差异， 但对于差异的

成因还未达成一致结论。 将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的工资差异进行均值分解， 一些文

献发现户籍歧视是造成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 （邓曲恒， ２００７； 王美艳，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谢嗣胜、 姚先国， ２００６； 章元、 王昊， ２０１１； Ｌｉｕ， ２００５； Ｍｅｎｇ ＆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１）， 而另

一些文献则认为个人特征差异是造成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 （邢春冰， ２００８； 邢春冰、

罗楚亮， ２００９； 姚先国、 赖普清， ２００４； 章莉等， ２０１４； Ｄéｍｕｒｇ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①。

邓曲恒 （２００７） 基于 ２００２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ＨＩＰ） 数据， 将农民工和本地

城镇居民的工资差异进行分布分解， 发现在中低分位点上户籍歧视是造成工资差异的

主要原因， 在高分位点上个体特征差异是造成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 Ｚｈｕ （２０１６） 和

Ｑｕ ＆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７） 基于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７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ＨＩＰ） 数据、 于潇和孙

悦 （２０１７） 基于 ２０１５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均发现高分位点上的工资差异高

于低分位点， 且在高分位点上对流动人口的歧视效应更强。 余向华和陈雪娟 （２０１２）

基于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９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ＣＨＮＳ） 数据， 发现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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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解释变量的选取以及 “指数基准” 问题都会对分解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如果工资分解过程

中忽略了劳动者的就业分布 （职业、 行业和所有制性质） 特征， 那么教育年限等个人特征

差距的解释能力就会增强； 选择不同的无 “歧视” 工资结构， 分解结果也会存在差异。 具

体参见章莉等 （２０１４） 的相关讨论。



的工资差异在各分位点均有扩大迹象， 并且主要是由户籍歧视所造成的。

孙婧芳 （２０１７） 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 数据， 研究发现 ２０１０ 年流动人口受到的工资歧视相比 ２００１ 年大幅下降。 陈珣

和徐舒 （２０１４） 基于 ２００７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ＨＩＰ） 数据， 研究发现随着迁移时

间的增加， 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的工资存在趋同， 但同化速度较慢。 李实和吴彬彬

（２０２０） 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ＨＩＰ） 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 研究发

现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的工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缩小， 并且行业 （职业） 分

割以及行业 （职业） 内的户籍歧视对于工资差异的贡献都有所减弱。

纵观已有研究， 现有文献对于近年来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就业率的差异及其变

化趋势、 就业分割程度及其变化趋势尚缺乏深入研究。 另外， 对于两个群体的工资差

异究竟源自人力资本禀赋差异还是人力资本回报差异和户籍歧视仍未达成一致结论。

三　 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一）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ＨＦＳ） 中的城镇地区样本。 该调查包含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基本特征

（年龄、 性别、 户籍、 教育程度等）、 劳动参与和失业状况、 就业的单位类型、 行业、

职业、 工作时间、 工资收入等信息。 ２０１３ 年的调查覆盖全国 ２９ 个省 （自治区、 直辖

市）、 ２６７ 个县 （区、 县级市）、 １０４８ 个村 （居） 委会， 共包括 ２８１４１ 户样本， 其中城

镇地区样本 ８９３２ 户。 ２０１７ 年的调查覆盖全国 ２９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３５５ 个县

（区、 县级市）、 １４２８ 个村 （居） 委会， 共包括 ４００１１ 户样本， 其中城镇地区样本

１２７３２ 户。 本文将拥有本地级市非农户口的样本定义为本地城镇居民， 而将在本地级市

内居住并拥有农业户口的样本定义为农民工， 包括本地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①。

本文的分析用到三类样本， 在分析就业率的差异时， 我们将劳动年龄人口样本限定

为男性 １８ ～６０ 岁、 女性 １８ ～５５ 岁的受访者及其配偶， 剔除基本人口特征变量存在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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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两年样本中约有 ４％为城镇流动人口， 即拥有非本地级市城镇户口的流动人口。 为了聚焦于

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的对比， 我们在分析中没有包括这一部分样本。 此外， 我们没有使用

２０１５ 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原因是 ２０１５ 年调查中关于劳动力是否为本地户籍的划分

标准 （以区 ／县为界） 与其他两年的标准 （以地级市为界） 不同。 为保持定义口径的一致

性， 我们仅使用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



样本①。 就业人员指调查前一周为了取得收入工作过 １ 小时以上， 或由于病事假、 产假、
休假、 在职学习等原因未上班的人员。 在分析就业岗位分布差异时， 我们进一步将样本

限定为自我雇佣或受雇的非农就业人员。 对于受雇劳动者， 剔除工作特征变量存在缺失的

样本。 而在分析工资差异时， 我们更进一步将样本限定为小时工资大于 ０ 的受雇劳动者。
本文中工资收入指劳动者过去一年从主要工作中实际获得的税后货币工资、 税后奖

金收入和税后补贴收入或实物收入之和。 根据劳动者过去一年的工作月数、 每月平均工

作天数和每天平均工作小时数计算得到小时工资。 小时工资以 ２０１２ 年价格为基准， 根据省

级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 我们剔除了每年小时工资小于

１％分位点和大于 ９９％分位点的样本。 最终整理得到的三类样本的基本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１。

表 １　 样本描述性统计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本地城镇居民 农民工 本地城镇居民 农民工

劳动年龄人口样本

就业人员样本

受雇劳动者样本

性别（男性 ＝ １） ０􀆰 ５３ ０􀆰 ５１ ０􀆰 ５３ ０􀆰 ５１
年龄（岁） ４３􀆰 ４３ ４０􀆰 ２６ ４４􀆰 ５３ ４２􀆰 ８０
教育年限（年） １２􀆰 ２９ ９􀆰 ０１ １２􀆰 ４７ ９􀆰 ３８
样本量 １３３８９ ９２８１ １３９４１ １２００９
性别（男性 ＝ １） ０􀆰 ５８ ０􀆰 ５９ ０􀆰 ５９ ０􀆰 ５９
年龄（岁） ４１􀆰 ６６ ３７􀆰 ９８ ４３􀆰 ２５ ４１􀆰 ４２
教育年限（年） １３􀆰 １５ ９􀆰 ８２ １３􀆰 １２ １０􀆰 ０５
样本量 ８０５８ ４５７９ ８６６２ ６４５７
性别（男性 ＝ １） ０􀆰 ５８ ０􀆰 ５９ ０􀆰 ５８ ０􀆰 ５８
年龄（岁） ４１􀆰 ７６ ３７􀆰 ４９ ４３􀆰 ３１ ４０􀆰 ６１
教育年限（年） １３􀆰 ４８ １０􀆰 １１ １３􀆰 ５０ １０􀆰 ５２
样本量 ６０３２ ２２４７ ６７０４ ３６５９

　 　 注： 劳动年龄人口样本限定为男性 １８ ～ ６０ 岁、 女性 １８ ～ ５５ 岁的受访者及其配偶； 就业人员样本进一步限定为

自我雇佣或受雇的非农就业人员； 受雇劳动者样本更进一步限定为小时工资大于 ０ 的受雇劳动者， 并且剔除每年

小时工资小于 １％分位点和大于 ９９％分位点的样本。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１ 显示， 由于 ２０１７ 年的调查进行了扩样， ２０１７ 年的样本量大于 ２０１３ 年。 在下文的

实证分析中， 我们会通过构造平衡面板数据样本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人口基本特征的描

述性统计显示， 劳动年龄人口中男性占比约为 ５０％， 而在就业人员中男性占比接近 ６０％，
表明男性的就业率高于女性。 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小于本地城镇居民， 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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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 ２０１３ 年的调查仅询问了受访者及配偶有关户籍状况、 工作的行业、 职业、 单位所有制

性质等信息， 为了保持样本的可比性， 我们将两年的样本统一限定为受访者及其配偶。



所缩小。 而在平均受教育年限方面， 农民工显著低于本地城镇居民， 差距为 ３ 年左右。 平均

受教育年限的差距随着时间推移有缩小的趋势， 但缩小的幅度很小。 接下来， 我们将对农民

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在就业率、 就业分布和平均对数小时工资方面的差异进行描述性统计。

（二） 劳动力市场表现差异的描述性统计

表 ２ 是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就业率及其差异的描述性统计。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 农

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的就业率都超过了 ７０％ 。 农民工的就业率始终高于本地城镇居民，

但是两者的差异在缩小， 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６􀆰 ３８ 个百分点缩小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１􀆰 ８１ 个百分点。

分性别来看， 男性的就业率显著高于女性。 男性农民工的就业率高于男性本地城镇居

民， 但两者之间的差距也在缩小。

表 ２　 本地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就业率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本地城镇居民

（％ ）
农民工

（％ ）
差异

（百分点）
本地城镇居民

（％ ）
农民工

（％ ）
差异

（百分点）

总体 ７０􀆰 ３２ ７６􀆰 ６９ － ６􀆰 ３７ ７３􀆰 ６７ ７５􀆰 ４８ － １􀆰 ８１

分性别

分年龄

分教育程度

男性 ７７􀆰 ８１ ８７􀆰 ６１ － ９􀆰 ８０ ８０􀆰 ５２ ８５􀆰 ４１ － ４􀆰 ８９

女性 ６１􀆰 ９８ ６５􀆰 ４４ － ３􀆰 ４６ ６５􀆰 ９７ ６５􀆰 １０ ０􀆰 ８７

１８ ～ ３４ 岁 ７９􀆰 ６６ ７４􀆰 ６８ ４􀆰 ９８ ７８􀆰 ２３ ７３􀆰 ４０ ４􀆰 ８３

３５ ～ ４４ 岁 ８２􀆰 ４９ ８０􀆰 ３９ ２􀆰 １０ ８５􀆰 ６５ ８２􀆰 ００ ３􀆰 ６５

４５ ～ ６０ 岁 ５８􀆰 ３８ ７５􀆰 １６ － １６􀆰 ７８ ６５􀆰 ９７ ７３􀆰 ０３ － ７􀆰 ０６

初中及以下 ５５􀆰 １５ ７５􀆰 ５９ － ２０􀆰 ４４ ６２􀆰 ０８ ７３􀆰 ９０ － １１􀆰 ８２

高中 ／ 中专 ／ 职高 ６４􀆰 ０５ ７８􀆰 ３７ － １４􀆰 ３２ ６７􀆰 ７０ ７６􀆰 ９３ － ９􀆰 ２３

大专及以上 ８７􀆰 ９９ ８２􀆰 ５７ ５􀆰 ４２ ８６􀆰 ４７ ８２􀆰 ０４ ４􀆰 ４３

　 　 注： 就业率 ＝ （就业人数 ／ 劳动年龄人口数） ∗１００％ ； 就业率差异 ＝ 本地城镇居民就业率 － 农民工就业率。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随着劳动者年龄的增加， 就业率先上升后下降， ３５ ～ ４４ 岁年龄段劳动者的就业率最

高， 超过 ８０％。 在 １８ ～３４ 岁和 ３５ ～４４ 岁年龄段， 农民工的就业率低于本地城镇居民， 但

在 ４５ ～６０ 岁年龄段， 农民工的就业率显著高于本地城镇居民。 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女性职

工受法定退休年龄的影响， 在 ５０ 岁之后就业率显著下降。 但值得注意的是， ２０１７ 年 ４５ ～

６０ 岁年龄段本地城镇居民的就业率相较于 ２０１３ 年有显著提高。 就业率随着劳动者教育程

度的提高而上升。 分教育程度看， 在初中及以下学历和高中 ／中专 ／职高学历人群中， 农民工

的就业率均高于本地城镇居民； 而在大专及以上学历人群中， 本地城镇居民的就业率更高。

总体而言， 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的就业率存在差异， 但随时间有趋同倾向。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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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的实证研究中， 我们将利用回归分析， 在控制个人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

接下来我们考察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的就业分布差异。 本文将非农就业人员的

就业类型划分为自我雇佣者和受雇劳动者。 对于受雇劳动者， 我们进一步考察就业的

职业、 行业和单位所有制分布。 我们将职业分为高技能职业和低技能职业两类， 高技

能职业包括标准职业分类中的第一大类和第二大类， 即党的机关、 国家机关、 群团和

社会组织、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专业技术人员。 低技能职业包括办事人员和有关人

员、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单位所有制分为国有部门

和私有部门两类， 其中国有部门包括政府及事业单位、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私有部

门包括集体企业、 私营及个体企业、 外资及合资企业。

行业分为第二产业、 高等服务业和初等服务业三类。 第二产业包括： 采矿业； 制

造业； 电力、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高等服务业包括： 交通运输、 仓储

及邮政业；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国际组织。 初等服务业包括：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房地产业；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表 ３ 是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就业分布及差异的描述性统计。 可以看出， 农民工

自我雇佣比例明显高于本地城镇居民。 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１７ 年， 农民工自我雇佣比例略有下

降， 但仍接近 ４０％ ； 而本地城镇居民自我雇佣比例不到 ２０％ ， 基本保持稳定。

表 ３　 本地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就业分布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本地城镇

居民（％ ）
农民工

（％ ）
差异

（百分点）
本地城镇

居民（％ ）
农民工

（％ ）
差异

（百分点）

全体就业人员样本
受雇劳动者 ８２􀆰 ９５ ５８􀆰 ９４ ２４􀆰 ０１ ８３􀆰 １３ ６３􀆰 ３７ １９􀆰 ７６

自我雇佣者 １７􀆰 ０５ ４１􀆰 ０６ － ２４􀆰 ０１ １６􀆰 ８７ ３６􀆰 ６３ － １９􀆰 ７６

受雇劳动者样本

分职业

分行业

分所有制性质

低技能职业 ４９􀆰 １９ ６５􀆰 ９１ － １６􀆰 ７２ ６２􀆰 ３２ ７６􀆰 ３４ － １４􀆰 ０２

高技能职业 ５０􀆰 ８１ ３４􀆰 ０９ １６􀆰 ７２ ３７􀆰 ６８ ２３􀆰 ６６ １４􀆰 ０２

第二产业 ２５􀆰 ０９ ４１􀆰 ６８ － １６􀆰 ５９ ２４􀆰 １８ ３８􀆰 ０５ － １３􀆰 ８７

高等服务业 ５３􀆰 １７ ２７􀆰 ９７ ２５􀆰 ２０ ５０􀆰 ６９ ２９􀆰 ６９ ２１􀆰 ００

初等服务业 ２１􀆰 ７４ ３０􀆰 ３４ － ８􀆰 ６０ ２５􀆰 １４ ３２􀆰 ２６ － ７􀆰 １２

私有部门 ３７􀆰 ７５ ７９􀆰 ４０ － ４１􀆰 ６５ ４２􀆰 ０８ ７７􀆰 ３７ － ３５􀆰 ２９

国有部门 ６２􀆰 ２５ ２０􀆰 ６０ ４１􀆰 ６５ ５７􀆰 ９２ ２２􀆰 ６３ ３５􀆰 ２９

　 　 注： 就业分布差异 ＝ 本地城镇居民就业占比 － 农民工就业占比。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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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受雇劳动者， 在职业分布方面， 本地城镇居民从事高技能职业的比例显著高

于农民工。 在行业分布方面， 农民工在第二产业及初等服务业就业的比例明显高于本

地城镇居民， 而在高等服务业就业的比例则明显低于本地城镇居民。

在就业的所有制分布方面， 农民工高度集中于私有部门就业， 比重接近 ８０％ ； 而

本地城镇居民主要在国有部门就业， 比重在 ６０％左右。 从初步的描述性统计来看， 农

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在就业分布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后文的实证研究中， 我们将进一

步考察两者之间的就业分割程度及其变动趋势。

表 ４ 是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对数小时工资及差异的描述性统计①。 总体来看，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 本地城镇居民的平均小时工资比农民工分别高 ４１􀆰 ２％ 和 ３６􀆰 ８％ ，

工资差距仅缩小了 ４􀆰 ４ 个百分点。 分性别来看， 女性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之间的工

资差距显著高于男性， 但差距有缩小的趋势。 分教育程度看， 在初中及以下学历人群

表 ４　 本地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对数小时工资及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本地城镇居民 农民工 差异（％ ） 本地城镇居民 农民工 差异（％ ）

总体 ２􀆰 ８７ ２􀆰 ５３ ４１􀆰 １５ ３􀆰 ０３ ２􀆰 ７１ ３６􀆰 ７６

分性别

分教育程度

分所有制部门

分行业

分职业

男性 ２􀆰 ９２ ２􀆰 ６４ ３２􀆰 １９ ３􀆰 ０９ ２􀆰 ８２ ３０􀆰 ８６

女性 ２􀆰 ８０ ２􀆰 ３６ ５５􀆰 ７４ ２􀆰 ９４ ２􀆰 ５７ ４４􀆰 ９９

初中及以下 ２􀆰 ３１ ２􀆰 ３７ － ５􀆰 ６６ ２􀆰 ４４ ２􀆰 ４８ － ４􀆰 ２９

高中 ／ 中专 ／ 职高 ２􀆰 ６２ ２􀆰 ５６ ６􀆰 １９ ２􀆰 ７９ ２􀆰 ７６ ３􀆰 ４１

大专及以上 ３􀆰 １８ ３􀆰 ０５ １３􀆰 ４０ ３􀆰 ３４ ３􀆰 ２８ ６􀆰 １３

私有部门 ２􀆰 ７１ ２􀆰 ５１ ２２􀆰 １２ ２􀆰 ８４ ２􀆰 ６７ １７􀆰 ６１

国有部门 ２􀆰 ９６ ２􀆰 ５９ ４５􀆰 ４５ ３􀆰 １６ ２􀆰 ８５ ３６􀆰 ００

第二产业 ２􀆰 ８４ ２􀆰 ５２ ３７􀆰 ６８ ２􀆰 ９９ ２􀆰 ７０ ３３􀆰 ７０

高等服务业 ３􀆰 ００ ２􀆰 ６６ ４１􀆰 ０５ ３􀆰 ２０ ２􀆰 ９４ ２９􀆰 ６５

初等服务业 ２􀆰 ５７ ２􀆰 ４０ １８􀆰 ２８ ２􀆰 ７０ ２􀆰 ５２ ２０􀆰 ８５

低技能职业 ２􀆰 ６６ ２􀆰 ４４ ２４􀆰 ５８ ２􀆰 ８４ ２􀆰 ６２ ２５􀆰 ３１

高技能职业 ３􀆰 ０８ ２􀆰 ６８ ４７􀆰 ９９ ３􀆰 ３３ ３􀆰 ０４ ３４􀆰 ７１

　 　 注： 小 时 工 资 以 ２０１２ 年 价 格 为 基 准， 根 据 省 份 城 镇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 进 行 调 整； 工 资 差 异 ＝
［ｅ（本地城镇居民平均对数工资 － 农民工平均对数工资） － １］∗１００。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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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实证研究部分我们将对两个群体对数小时工资的差距进行分解。 为保持一致， 这里我们选

择报告对数小时工资而不是小时工资的均值。



中， 农民工的平均小时工资略高于本地城镇居民； 而在高中 ／中专 ／职高学历和大专及

以上学历人群中， 本地城镇居民的平均工资更高， 但两者间的差距在缩小。

分部门来看， 国有部门中两个群体的工资差距显著更高， 但同样呈缩小趋势。 分

行业来看， 高等服务业中两个群体工资差距的缩小幅度最大。 分职业来看， 高技能职

业中两个群体的工资差距更大， 但下降趋势明显。 初步的描述性统计显示， 总体而言

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工资差距的缩小幅度有限。 在后文的实证研究中， 我们将利用

对数小时工资的均值分解深入考察工资差距的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

四　 实证分析

（一） 就业概率的差异分析

在这一部分中， 我们利用线性概率回归模型对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就业概率的

差异进行分析， 回归模型的设定如下：

Ｙｉｊｔ ＝ α０ ＋ α１ｍｉｇｒａｎｔｉｊｔ ＋ βＸ ｉｊｔ ＋ ｃｉｔｙ ｊ ＋ μｉｊｔ （１）

Ｙｉｊｔ ＝ α０ ＋ α１ｍｉｇｒａｎｔｉｊｔ ＋ β１Ｘ ｉｊｔ ＋ α２（ｙｅａｒ２０１７ × ｍｉｇｒａｎｔｉｊｔ）

＋ β２（ｙｅａｒ２０１７ × Ｘ ｉｊｔ） ＋ ｃｉｔｙ ｊ ＋ μｉｊｔ

（２）

在式 （１） 中， 下标 ｉ、 ｊ、 ｔ 分别代表个体、 城市与年份。 因变量 Ｙｉｊｔ表示个体是否

就业 （１ ＝就业， ０ ＝未就业）。 ｍｉｇｒａｎｔｉｊｔ表示户口类型虚拟变量 （１ ＝ 农民工， ０ ＝ 本地

城镇居民）。 Ｘ ｉｊｔ代表个体特征向量， 包括性别虚拟变量 （１ ＝ 男性， ０ ＝ 女性）、 年龄、

年龄的平方以及受教育年限①。 此外， 我们在回归中还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 ｃｉｔｙ ｊ。 μｉｊｔ代

表随机误差项。 回归报告的标准误为城市聚类标准误。 我们对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

分别进行回归， 式 （１） 中 ｍｉｇｒａｎｔｉｊｔ的估计系数表示在控制个人特征变量的基础上， 农

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就业概率的差异。

为了考察两个群体就业概率差异的动态变化是否显著， 我们利用两年的混合

数据进行如式 （ ２ ） 所示的回归。 ｙｅａｒ２０１７ 表示年份虚拟变量 （ １ ＝ ２０１７ 年， ０ ＝

２０１３ 年） ， ｙｅａｒ２０１７ 和 ｍｉｇｒａｎｔｉｊｔ 交互项的估计系数表示两年之间就业概率差异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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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问卷中教育程度分为没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职高、 大专、
大学本科、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九类。 教育年限的计算规则如下： 没上过学 ＝ ０ 年、 小

学 ＝ ６ 年、 初中 ＝ ９ 年、 高中 ／中专 ／职高 ＝ １２ 年、 大专 ＝ １５ 年、 大学本科 ＝ １６ 年、 硕士研究

生 ＝ １９ 年、 博士研究生 ＝ ２２ 年。



化， 系数的正负表示就业概率差异随时间推移是扩大还是缩小， 而系数的显著性

表示该变化在统计上是否显著。 此外， 我们在回归中还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

ｙｅａｒ２０１７ 和个人特征向量 Ｘ ｉｊｔ的交互项以及城市固定效应 ｃｉｔｙ ｊ 。 标准误同样为城市聚

类标准误。 除了总体样本回归， 我们还分性别进行了回归， 回归结果分别见表 ５

和表 ６。

表 ５　 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就业概率的差异： 总体样本回归

因变量： 是否就业（就业 ＝ １）

（１） （２） （３）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差异

农民工
０􀆰 １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６３∗∗∗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１）

男性
０􀆰 ２１９∗∗∗

（０􀆰 ００６）
０􀆰 ２０５∗∗∗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９）

年龄
０􀆰 ０７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８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５）

年龄平方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教育年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样本量 ２２６７０ ２５９５０ ４８６２０

调整 Ｒ２ ０􀆰 １６４ ０􀆰 １４１ ０􀆰 １５２

　 　 注：∗∗∗、∗∗、∗分别代表系数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标准误为城市聚类标准误； 第 （３） 列为

自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所有回归均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常数项系数未报告。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５ 为总体样本回归结果。 第 （１） 和第 （２） 列分别为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

回归结果， 农民工的就业概率高于本地城镇居民， ２０１３ 年两者间的差距为 １０􀆰 ９ 个

百分点， ２０１７ 年下降为 ６􀆰 ３ 个百分点， 且系数都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第

（３） 列为混合回归中自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 ｙｅａｒ２０１７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 两个群体的就业概率差异缩小了 ４􀆰 ６ 个百分点， 且系数在 １％ 的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 这表明， 控制个体特征后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的就业概率随着时

间的推移逐渐趋同。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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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为分性别回归的结果， 结论与总体回归基本一致。 对于男性样本， 农民工

与本地城镇居民就业概率的差距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２ 个百分点下降为 ２０１７ 年的 ７􀆰 ６ 个

百分点； 对于女性样本， 两个群体就业概率的差距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０ 个百分点下降为

２０１７ 年的 ５􀆰 １ 个百分点。 对于男性和女性， 两个群体就业概率的差异分别缩小了

４􀆰 ４ 个和 ４􀆰 ９ 个百分点， 且系数均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明就业概率呈收

敛趋势。

表 ６　 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就业概率的差异： 分性别回归

因变量： 是否就业（就业 ＝ １）

男性 女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差异

农民工
０􀆰 １２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７６∗∗∗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３）
０􀆰 １０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４９∗∗∗

（０􀆰 ０１６）

年龄
０􀆰 ０７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７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９６∗∗∗

（０􀆰 ００６）
０􀆰 １１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９）

年龄平方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教育年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样本量 １１７６５ １３５０８ ２５２７３ １０９０５ １２４４２ ２３３４７

调整 Ｒ２ ０􀆰 １６５ ０􀆰 １２５ ０􀆰 １４４ ０􀆰 １１３ ０􀆰 １０５ ０􀆰 １０９

　 　 注：∗∗∗、∗∗、∗分别代表系数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标准误为城市聚类标准误； 第 （３） 和第

（６） 列为自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所有回归均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常数项系数未报告。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二） 就业岗位分布差异分析

在描述性统计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在职业、 行业和所有制

就业分布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在这一部分， 我们首先利用邓肯 （Ｄｕｎｃａｎ） 隔离指数来

度量两个群体就业岗位分布的分割程度 （Ｄｕｎｃａｎ ＆ Ｄｕｎｃａｎ， １９５５）， 指数的计算方法

见式 （３）。 其中， ＰＭｊ和 ＰＵｊ分别代表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在第 ｊ 类岗位的实际就业比

例。 由于户籍身份的差异， 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的就业分布差异主要表现在就业单

位的所有制类型和所从事的职业上 （王美艳， ２００５）， 因此我们将就业岗位类型划分为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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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雇佣、 国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国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私有部门高技能岗位和私有

部门低技能岗位五类。 邓肯隔离指数越大， 表明两类劳动力在各类岗位就业比例的差

异越大， 也就是就业分割程度越大。

Ｄ ＝ １
２ ∑ｊ

ｐＭｊ － ｐＵｊ （３）

另外， 参考 Ｂｒｏｗ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０） 和王美艳 （２００５） 的方法， 我们还可以通过构造

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的反事实就业分布来分析两者在岗位进入方面是否存在障碍或

受到“优待”。 具体而言， 我们首先利用多元逻辑斯蒂回归 （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ｌｏｇｉ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分别估计本地城镇居民和农民工岗位获得的概率。 如式 （４） 所示， 下标 ｉ 表示个体，

ｏｃｃｊ 表示个体在第 ｊ 类就业岗位就业， Ｎ 代表样本规模， Ｊ 代表就业岗位类型数。 Ｘ ｉ 代

表个体特征向量， 包括性别虚拟变量、 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的平方、 受教育年限以及

省份固定效应， β ｊ 表示回归系数向量①。

Ｐ ｉｊ ＝ Ｐｒ（ｙｉ ＝ ｏｃｃｊ） ＝ ｅＸ′ｉβｊ

∑ Ｊ

ｋ ＝ １
ｅＸ′ｉβｋ

，ｉ ＝ １，􀆰 􀆰 􀆰 ，Ｎ；ｊ ＝ １，􀆰 􀆰 􀆰 ，Ｊ （４）

在得到估计系数后， 我们就可以对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的反事实就业分布进行

估计。 如式 （５） 所示， 上标 Ｍ 和 Ｕ 分别表示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 农民工的反事

实就业分布指如果他们岗位获得概率的决定机制与本地城镇居民相同 （回归系数为

βＵ
ｊ ） 时的就业分布 （在岗位 ｊ 就业的预测概率 ＰＭ

ｃｊ ）， 本地城镇居民的反事实就业分布可

以按照类似的方式定义。

ｐＭ
ｃｊ ＝ ｅＸＭ′ｉ βＵｊ

∑ Ｊ

ｋ ＝ １
ｅＸＭ′ｉ βＵｋ

　 　 　 　 ｐＵ
ｃｊ ＝ ｅＸＵ′ｉ βＭｊ

∑ Ｊ

ｋ ＝ １
ｅＸＵ′ｉ βＭｋ

（５）

实际就业分布和反事实就业分布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农民工或本地城镇居民在进入

某个岗位时是否存在障碍或受到 “优待”。 举例来说， 如果农民工在国有部门低技能岗

位的反事实就业比例高于实际就业比例， 表明他们进入该岗位存在障碍。 如果本地城

镇居民在国有部门高技能岗位的反事实就业比例低于实际就业比例， 表明他们在获得

该岗位时受到某种程度的“优待”。 总体样本和分性别样本邓肯隔离指数和两类群体反

事实就业分布的估计结果分见表 ７、 表 ８ 和表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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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工作经验等于年龄减去教育年限再减去 ６。 理想情况下我们应该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但是就

业人员的样本量要明显小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样本量， 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导致自由度下降， 会

使得 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ｌｏｇｉｔ 回归的极大似然估计不收敛， 因此这里我们只控制省份固定效应。



表 ７　 本地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实际和反事实就业岗位分布： 总体样本

本地城镇居民 农民工

实际

（％ ）
反事实

（％ ）
反事实 － 实际

（百分点）
实际

（％ ）
反事实

（％ ）
反事实 － 实际

（百分点）

２０１３ 年邓肯隔离

指数： ３９􀆰 ５０

自我雇佣 １７􀆰 ０５ ３７􀆰 ３７ ２０􀆰 ３２ ４１􀆰 ０６ ３０􀆰 １４ － １０􀆰 ９２

国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３１􀆰 ４２ １８􀆰 ０３ － １３􀆰 ３９ ５􀆰 ６６ １１􀆰 ８８ ６􀆰 ２２

国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２０􀆰 ２２ ８􀆰 ２１ － １２􀆰 ０１ ６􀆰 ４９ １５􀆰 ８２ ９􀆰 ３３

私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１０􀆰 ７２ １３􀆰 ２３ ２􀆰 ５１ １４􀆰 ４４ １０􀆰 ６８ － ３􀆰 ７６

私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２０􀆰 ５９ ２３􀆰 １７ ２􀆰 ５８ ３２􀆰 ３７ ３１􀆰 ４９ － ０􀆰 ８８

样本量 ８０５８ ４５７９

２０１７ 年邓肯隔离

指数： ３３􀆰 ８１

自我雇佣 １６􀆰 ８７ ２９􀆰 ７９ １２􀆰 ９２ ３６􀆰 ６３ ２６􀆰 ９９ － ９􀆰 ６４

国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２１􀆰 ８７ １５􀆰 １０ － ６􀆰 ７７ ４􀆰 ５５ ８􀆰 ２６ ３􀆰 ７１

国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２６􀆰 ２９ １３􀆰 ８７ － １２􀆰 ４２ ９􀆰 ７９ １８􀆰 ３７ ８􀆰 ５８

私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９􀆰 ４６ １１􀆰 ２４ １􀆰 ７８ １０􀆰 ４４ ８􀆰 ６３ － １􀆰 ８１

私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２５􀆰 ５３ ３０􀆰 ００ ４􀆰 ４７ ３８􀆰 ５９ ３７􀆰 ７５ － ０􀆰 ８４

样本量 ８６６２ ６４５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８　 本地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实际和反事实就业岗位分布： 男性样本

本地城镇居民 农民工

实际

（％ ）
反事实

（％ ）
反事实 － 实际

（百分点）
实际

（％ ）
反事实

（％ ）
反事实 － 实际

（百分点）

２０１３ 年邓肯隔离

指数： ４０􀆰 ２９

２０１７ 年邓肯隔离

指数： ３５􀆰 ６０

自我雇佣 １７􀆰 １８ ４０􀆰 ８４ ２３􀆰 ６６ ４２􀆰 １１ ２９􀆰 １９ － １２􀆰 ９２

国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３３􀆰 １５ １６􀆰 ４７ － １６􀆰 ６８ ５􀆰 ９６ １４􀆰 ３３ ８􀆰 ３７

国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１９􀆰 ４３ ８􀆰 １６ － １１􀆰 ２７ ６􀆰 ３３ １５􀆰 ５７ ９􀆰 ２４

私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１２􀆰 ０６ １５􀆰 ５５ ３􀆰 ４９ １７􀆰 ２７ １３􀆰 ３０ － ３􀆰 ９７

私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１８􀆰 １９ １８􀆰 ９７ ０􀆰 ７８ ２８􀆰 ３３ ２７􀆰 ６１ － ０􀆰 ７２

样本量 ４６５２ ２６８６

自我雇佣 １７􀆰 ９４ ３２􀆰 ００ １４􀆰 ０６ ４０􀆰 ０４ ２８􀆰 ３０ － １１􀆰 ７４

国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２２􀆰 ９３ １４􀆰 ５３ － ８􀆰 ４０ ４􀆰 ９０ ９􀆰 ６２ ４􀆰 ７２

国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２６􀆰 １８ １４􀆰 ６７ － １１􀆰 ５１ ８􀆰 ６０ １９􀆰 １５ １０􀆰 ５５

私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１１􀆰 ００ １３􀆰 ２８ ２􀆰 ２８ １３􀆰 ０９ １１􀆰 １５ － １􀆰 ９４

私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２１􀆰 ９６ ２５􀆰 ５３ ３􀆰 ５７ ３３􀆰 ３７ ３１􀆰 ７７ － １􀆰 ６０

样本量 ５０７３ ３８３６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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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为总体样本的结果。 从实际就业岗位的分布看， 农民工主要集中于自我雇佣

和私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而本地城镇居民在国有部门高、 低技能岗位的就业比例较高。
邓肯隔离指数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９􀆰 ５ 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３􀆰 ８， 下降了近 ６ 个百分点。

从反事实就业分布和实际就业分布的差异来看， 如果农民工岗位获得的决定机制

与本地城镇居民相同的话， 他们在国有部门低技能和高技能岗位的就业比例将会显著

提高， 而自我雇佣的比例将明显下降。 具体而言，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农民工在国有部门

低技能岗位的就业比例将分别提高 ９􀆰 ３３ 个和 ８􀆰 ５８ 个百分点， 而在国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的就业比例将分别提高 ６􀆰 ２２ 个和 ３􀆰 ７１ 个百分点。

表 ９　 本地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实际和反事实就业岗位分布： 女性样本

本地城镇居民 农民工

实际

（％ ）
反事实

（％ ）
反事实 － 实际

（百分点）
实际

（％ ）
反事实

（％ ）
反事实 － 实际

（百分点）

２０１３ 年邓肯隔离

指数： ３８􀆰 ４１

２０１７ 年邓肯隔离

指数： ３１􀆰 ９５

自我雇佣 １６􀆰 ８８ ３２􀆰 ３６ １５􀆰 ４８ ３９􀆰 ５７ ３１􀆰 ３７ － ８􀆰 ２０

国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２９􀆰 ０７ ２０􀆰 ７８ － ８􀆰 ２９ ５􀆰 ２３ ８􀆰 ４０ ３􀆰 １７

国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２１􀆰 ２９ ８􀆰 ６２ － １２􀆰 ６７ ６􀆰 ７１ １６􀆰 ２８ ９􀆰 ５７

私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８􀆰 ９０ ９􀆰 ７９ ０􀆰 ８９ １０􀆰 ４１ ７􀆰 ０９ － ３􀆰 ３２

私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２３􀆰 ８７ ２８􀆰 ４５ ４􀆰 ５８ ３８􀆰 ０９ ３６􀆰 ８６ － １􀆰 ２３

样本量 ３４０６ １８９３

自我雇佣 １５􀆰 ３５ ２６􀆰 ７９ １１􀆰 ４４ ３１􀆰 ６３ ２５􀆰 ３７ － ６􀆰 ２６

国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２０􀆰 ３７ １６􀆰 ５９ － ３􀆰 ７８ ４􀆰 ０４ ６􀆰 ２６ ２􀆰 ２２

国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２６􀆰 ４４ １３􀆰 ００ － １３􀆰 ４４ １１􀆰 ５２ １６􀆰 ８９ ５􀆰 ３７

私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７􀆰 ２７ ７􀆰 ８５ ０􀆰 ５８ ６􀆰 ５６ ５􀆰 １３ － １􀆰 ４３

私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３０􀆰 ５７ ３５􀆰 ７７ ５􀆰 ２０ ４６􀆰 ２４ ４６􀆰 ３４ ０􀆰 １０

样本量 ３５８９ ２６２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而本地城镇居民的情况则刚好相反。 如果他们岗位获得的决定机制与农民工相同

的话， 他们在国有部门低技能和高技能岗位的就业比例将显著下降， 自我雇佣的比例

将明显上升。 具体而言，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本地城镇居民在国有部门低技能岗位的就业

比例将分别下降 １２􀆰 ０１ 个和 １２􀆰 ４２ 个百分点， 而在国有部门高技能岗位的就业比例将分

别下降 １３􀆰 ３９ 个和 ６􀆰 ７７ 个百分点。
表 ８ 为男性样本的结果。 两个群体就业岗位的邓肯隔离指数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４０􀆰 ３ 下降

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５􀆰 ６， 下降了近 ５ 个百分点。 从反事实就业分布和实际就业分布的差异来

看， 如果岗位获得的决定机制相同， 男性农民工 （本地城镇居民） 在国有部门的就业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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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应该显著提高 （降低）， 而从事自我雇佣的比例应该显著下降 （上升）。 表 ９ 为女

性样本的结果， 就业岗位的邓肯隔离指数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８􀆰 ４ 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２􀆰 ０， 下

降了 ６􀆰 ４ 个百分点。 反事实就业分布与实际就业分布的对比结果同样显示， 女性农民

工 （本地城镇居民） 在国有部门的就业比例应该提高 （降低）， 而从事自我雇佣的比

例应该下降 （上升）。

以上对全体样本和分性别样本的分析结果均表明， 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的就业

分割程度呈下降趋势， 但从绝对数值来看就业分割现象依然非常明显， 男性劳动力的

就业分割程度高于女性。 此外， 在进入壁垒较高的国有部门， 农民工受到较强的进入

歧视； 如果得到与本地城镇居民同样的对待， 他们在国有部门岗位， 尤其是国有部门

低技能岗位的就业比例将显著上升。

（三） 工资差异分析

在这一部分中， 我们基于 Ｏａｘａｃａ （１９７３） 和 Ｂｌｉｎｄｅｒ （１９７３） 提出的分解方法， 对

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平均对数小时工资的差异进行分解， 探究工资差异的主要影响

因素。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的公式如下：
􀭵ＹＵ － 􀭵ＹＭ ＝ （􀭵ＸＵ － 􀭵ＸＭ） β^∗ ＋ ［􀭵ＸＵ（ β^Ｕ － β^∗） ＋ 􀭵ＸＭ（ β^∗ － β^Ｍ）］ ＝ ΔＸ ＋ ΔＳ （６）

下标 Ｕ 和 Ｍ 分别表示本地城镇居民和农民工， Ｙ 代表因变量对数小时工资。 Ｘ 代

表自变量向量， 包括教育年限、 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的平方、 性别、 所有制性质、 行

业、 职业以及省份虚拟变量①。 β 表示工资方程的回归系数。 分解的目的是将两个群体

平均对数小时工资的差异分解为两个部分： ΔＸ 代表禀赋效应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即由

两个群体个体特征差异造成的工资差异； ΔＳ 代表结构效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 即由个体

特征回报率差异造成的工资差异， 文献中一般认为结构效应包含了户籍歧视效应。

根据虚拟变量的设定， 常数项代表参照组的工资水平②。 为解决分解中常见的 “指

数基准” 问题， 我们采用包含户口虚拟变量的两个群体混合回归的系数 β∗作为无 “歧

视” 的工资结构。 除了总体分解， 我们还可以将禀赋效应和结构效应详细分解到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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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所有制性质分为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 （参照组）、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与

合资企业； 行业分为第二产业 （参照组）、 高等服务业、 初等服务业； 职业分为单位负责人

（参照组）、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生产制

造及有关人员。 与前文 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ｌｏｇｉｔ 回归的设定类似， 出于自由度的考虑， 这里我们选择

控制省份虚拟变量， 而不是城市虚拟变量。
工资样本包含 ２９ 个省份， 在分解中我们并没有固定某一个省为参照组， 而是参照 Ｙｕｎ
（２００５） 的方法计算各省份的平均效应。



个体特征的贡献。 总体样本和分性别样本的分解结果详见表 １０ 和表 １１。

从表 １０ 可以看出， 本地城镇居民与农民工平均对数小时工资的差距 ２０１３ 年为

０􀆰 ３４５， ２０１７ 年为 ０􀆰 ３１３。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 禀赋效应对总体工资差异的贡献分别为

９２％和 ９１％ ， 表明工资差异主要由禀赋效应引起。 两年结构效应的数值都趋近于 ０， 且

统计上不显著。 详细分解显示， 禀赋效应主要源自本地城镇居民与农民工受教育年限

的差异，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教育年限差距对总体工资差异的贡献率分别为 ８６％和 ７７％ 。

表 １０　 本地城镇居民与农民工工资差异的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 总体样本

因变量： 对数小时工资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总差异 ０􀆰 ３４５∗∗∗ ０􀆰 ３１３∗∗∗

禀赋效应 ０􀆰 ３１８∗∗∗ ０􀆰 ２８６∗∗∗

结构效应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７

禀赋效应详细分解

结构效应详细分解

性别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教育年限 ０􀆰 ２９６∗∗∗ ０􀆰 ２４１∗∗∗

工作经验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１∗∗∗

单位所有制性质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０∗∗∗

行业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６∗∗∗

职业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６∗∗∗

地区 －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５８∗∗

性别 － ０􀆰 １１４∗∗∗ － ０􀆰 ０５４∗∗∗

教育年限 ０􀆰 ５９１∗∗∗ ０􀆰 ４２２∗∗∗

工作经验 ０􀆰 ２６４∗∗∗ ０􀆰 １５５∗∗∗

单位所有制性质 － ０􀆰 ０５９ － ０􀆰 ０４７∗

行业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６

职业 ０􀆰 １５７∗∗ ０􀆰 ０３１

地区 ０􀆰 ０２９ ０􀆰 ０４３∗

常数项 － ０􀆰 ８５５∗∗∗ － ０􀆰 ５３９∗∗∗

样本量 ８２７９ １０３６３

　 　 注：∗∗∗、∗∗、∗分别代表系数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限于篇幅， 未报告省份聚类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虽然结构效应总体上对工资差距的贡献甚微， 但详细分解显示， 两个群体教育回

报率差异和工作经验回报率差异拉大总体工资差距的作用非常显著。 但两者拉大总体

工资差距的作用基本上被常数项， 也就是参照组工资差异缩小总体工资差距的作用所

抵消。 负的常数项差异表示在参照组中， 本地城镇居民的平均工资要低于农民工。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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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是分性别的工资差异分解结果。 在男性劳动力中， 本地城镇居民与农民工平均

对数小时工资的差距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０􀆰 ２７９ 下降为 ２０１７ 年的 ０􀆰 ２６９。 而在女性劳动力中， 两

个群体的工资差距明显更大， ２０１３ 年为 ０􀆰 ４４３， ２０１７ 年为 ０􀆰 ３７１。 分性别的分解结果与全体

样本的结果一致， 工资差距主要由禀赋效应所引起， 而禀赋效应主要源自两个群体平均受教

育年限的差异。 结构效应中， 教育回报率和工作经验回报率的差异拉大了工资差距， 参照组

的工资差异缩小了工资差距， 正负抵消的综合效果是总体结构效应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甚微。

表 １１　 本地城镇居民与农民工工资差异的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 分性别结果

因变量： 对数小时工资

男性 女性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总差异 ０􀆰 ２７９∗∗∗ ０􀆰 ２６９∗∗∗ ０􀆰 ４４３∗∗∗ ０􀆰 ３７１∗∗∗

禀赋效应 ０􀆰 ２９０∗∗∗ ０􀆰 ２４８∗∗∗ ０􀆰 ３７０∗∗∗ ０􀆰 ３３６∗∗∗

结构效应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７３∗∗ ０􀆰 ０３５

禀赋效应详细分解

教育年限 ０􀆰 ２８３∗∗∗ ０􀆰 ２１０∗∗∗ ０􀆰 ３１８∗∗∗ ０􀆰 ２８３∗∗∗

工作经验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８∗∗

单位所有制性质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７∗

行业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６∗∗∗

职业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７６∗∗∗

地区 － ０􀆰 ０４７ － ０􀆰 ０４７∗ －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７４∗∗∗

结构效应详细分解

教育年限 ０􀆰 ７４２∗∗∗ ０􀆰 ３７５∗∗∗ ０􀆰 ３５９∗∗ ０􀆰 ４５１∗∗∗

工作经验 ０􀆰 ２１８∗∗ ０􀆰 １５９∗∗ ０􀆰 ２９８∗∗∗ ０􀆰 １３２
单位所有制性质 －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８４∗∗ － ０􀆰 ０６８ － ０􀆰 ０２５
行业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５５∗∗ ０􀆰 ０８２ － ０􀆰 ０９７∗∗∗

职业 ０􀆰 ２４８∗∗ ０􀆰 ０４３ － ０􀆰 ０１２ ０􀆰 １０４
地区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７∗

常数项 － １􀆰 ２２８∗∗∗ － ０􀆰 ５６７∗∗∗ － ０􀆰 ５８６∗ － ０􀆰 ５７７∗

样本量 ４８２９ ５９８２ ３４５０ ４３８１

　 　 注：∗∗∗、∗∗、∗分别代表系数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限于篇幅， 未报告省份聚类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总结而言， 无论对于总体样本还是分性别样本， 即使排除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

参照组工资差异缩小总体工资差距的作用， 结构效应拉大总体工资差距的作用随着时

间推移都有所下降， 表明两个群体的工资决定机制有所趋同。 而总体工资差距几乎完

全由禀赋效应， 也就是个体特征差异所决定。 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农民工与本地城镇

居民在平均受教育年限方面的显著差距。
（四） 稳健性检验： 基于面板数据的结果

如前文所述，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相较于 ２０１３ 年进行了扩样， 样本量增幅明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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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由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为追踪访问， 在这一部分中， 我们可以通过对面板数据进

行分析来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具体而言， 我们利用家庭编码、 个人编码、 年龄、

性别、 教育程度和户口状况等个人特征来构造劳动年龄人口样本、 就业人员样本以及

受雇劳动者样本的平衡面板数据， 然后重复前文的一系列分析①。

表 １２ 和表 １３ 是基于面板数据的就业概率差异的回归结果。 表 １２ 的结果显示， 农

民工的就业概率依然高于本地城镇居民。 ２０１７ 年相较于 ２０１３ 年， 两个群体就业概率的

差异缩小了 ４􀆰 ６ 个百分点， 系数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 １３ 的结果显示， 对于

男性样本， 两年间两个群体的就业概率差异缩小了 ５􀆰 ３ 个百分点， 系数同样在 ５％的显

著性水平下显著； 对于女性样本， 就业概率的差异缩小了 ３􀆰 ８ 个百分点， 但系数在统

计上不显著。 对照表 ５ 和表 ６ 的结果， 我们的主要结论未变， 即随着时间的推移， 农

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的就业概率逐步趋同。

表 １２　 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就业概率的差异： 总体样本回归 （面板数据）

因变量： 是否就业（就业 ＝ １）

（１） （２） （３）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差异

农民工
０􀆰 １３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９２∗∗∗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４６∗∗

（０􀆰 ０２２）

男性
０􀆰 １９９∗∗∗

（０􀆰 ０１３）
０􀆰 ２１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８）

年龄
０􀆰 ０７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８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８）

年龄平方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教育年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样本量 ６０１６ ６０１６ １２０３２

调整 Ｒ２ ０􀆰 １７３ ０􀆰 ２３８ ０􀆰 ２０８

　 　 注：∗∗∗、∗∗、∗分别代表系数在１％ 、 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标准误为城市聚类标准误； 第 （３） 列为

自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所有回归均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常数项系数未报告。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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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干扰， 我们排除了两年间户口状况发生变化的样本， 例如农民工在

城镇落户的情形。



表 １３　 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就业概率的差异： 分性别回归 （面板数据）

因变量： 是否就业（就业 ＝ １）

男性 女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差异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差异

农民工
０􀆰 １３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８５∗∗∗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４）
０􀆰 １４１∗∗∗

（０􀆰 ０２６）
０􀆰 １０３∗∗∗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３）

年龄
０􀆰 ０６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８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０）
０􀆰 １０８∗∗∗

（０􀆰 ０１２）
０􀆰 １１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６）

年龄平方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教育年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样本量 ３１６２ ３１６２ ６３２４ ２８５２ ２８５２ ５７０４
调整 Ｒ２ ０􀆰 １８０ ０􀆰 ２８２ ０􀆰 ２３８ ０􀆰 １３１ ０􀆰 １８２ ０􀆰 １５８

　 　 注：∗∗∗、∗∗、∗分别代表系数在１％ 、 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标准误为城市聚类标准误； 第 （３） 和第

（６） 列为自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所有回归均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常数项系数未报告。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１４ 是基于面板数据的两个群体反事实就业分布的估计结果①。 从实际就业岗位

的分布来看， 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于自我雇佣和私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而本地城镇

居民集中于国有部门高技能和低技能岗位就业。 平衡面板数据的邓肯隔离指数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４７􀆰 ９２ 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６􀆰 １４， 下降了近 ２ 个百分点。 如果农民工 （本地

城镇居民） 岗位获得的决定机制与本地城镇居民 （农民工） 相同， 他们在国有部门

低技能和高技能岗位的就业比例会显著提高 （降低）， 而自我雇佣的比例会明显下降

（上升）。

表 １５ 是男性平衡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 就业岗位的邓肯隔离指数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４７􀆰 ７６ 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６􀆰 ２５。 表 １６ 是女性平衡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 邓肯隔离指

数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４８􀆰 ２０ 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５􀆰 ９５。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反事实就业分

布与实际就业分布的对比分析结果与总体面板样本的分析结果一致， 这里不再

赘述。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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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面板数据的样本量较小， 在进行 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ｌｏｇｉｔ 回归时， 我们控制地区虚拟变量 （东部

地区、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北地区） 而不是省份虚拟变量。



表 １４　 本地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实际和反事实就业岗位分布： 总体样本 （面板数据）

本地城镇居民 农民工

实际

（％ ）
反事实

（％ ）
反事实 － 实际

（百分点）
实际

（％ ）
反事实

（％ ）
反事实 － 实际

（百分点）

２０１３ 年邓肯隔离

指数： ４７􀆰 ９２

２０１７ 年邓肯隔离

指数： ４６􀆰 １４

自我雇佣 １３􀆰 ７３ ３８􀆰 ２０ ２４􀆰 ４７ ４３􀆰 ３４ ２７􀆰 ６３ － １５􀆰 ７１

国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３４􀆰 ７５ １５􀆰 ６８ － １９􀆰 ０７ ４􀆰 １０ １１􀆰 ７２ ７􀆰 ６２

国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２３􀆰 ８６ ９􀆰 ６４ － １４􀆰 ２２ ６􀆰 ５９ ２０􀆰 ８４ １４􀆰 ２５

私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１０􀆰 ３２ １４􀆰 ８６ ４􀆰 ５４ １３􀆰 ９１ １１􀆰 ７９ － ２􀆰 １２

私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１７􀆰 ３４ ２１􀆰 ６３ ４􀆰 ２９ ３２􀆰 ０６ ２８􀆰 ０２ － ４􀆰 ０４

样本量 １５８０ ６８３

自我雇佣 １３􀆰 ６１ ３８􀆰 ５６ ２４􀆰 ９５ ４３􀆰 ７８ ２６􀆰 ８９ － １６􀆰 ８９

国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２８􀆰 １０ ８􀆰 ５８ － １９􀆰 ５２ ３􀆰 ６６ ８􀆰 １４ ４􀆰 ４８

国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２９􀆰 ７５ １３􀆰 ７５ － １６􀆰 ００ ８􀆰 ０５ ２２􀆰 ６５ １４􀆰 ６０

私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８􀆰 ３５ １４􀆰 ５２ ６􀆰 １７ ９􀆰 ０８ ９􀆰 ４５ ０􀆰 ３７

私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２０􀆰 １９ ２４􀆰 ５９ ４􀆰 ４０ ３５􀆰 ４３ ３２􀆰 ８７ － ２􀆰 ５６

样本量 １５８０ ６８３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１５　 本地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实际和反事实就业岗位分布： 男性样本 （面板数据）

本地城镇居民 农民工

实际

（％ ）
反事实

（％ ）
反事实 － 实际

（百分点）
实际

（％ ）
反事实

（％ ）
反事实 － 实际

（百分点）

２０１３ 年邓肯隔离

指数： ４７􀆰 ７６

２０１７ 年邓肯隔离

指数： ４６􀆰 ２５

自我雇佣 １３􀆰 ６６ ４２􀆰 ９８ ２９􀆰 ３２ ４７􀆰 ０４ ２６􀆰 １９ － ２０􀆰 ８５

国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３６􀆰 １３ １７􀆰 ０８ － １９􀆰 ０５ ４􀆰 ７３ １５􀆰 ０２ １０􀆰 ２９

国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２２􀆰 ９８ １０􀆰 ００ － １２􀆰 ９８ ６􀆰 ６２ ２１􀆰 ０６ １４􀆰 ４４

私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１２􀆰 ５３ １２􀆰 ８２ ０􀆰 ２９ １５􀆰 １３ １５􀆰 ５３ ０􀆰 ４０

私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１４􀆰 ７０ １７􀆰 １２ ２􀆰 ４２ ２６􀆰 ４８ ２２􀆰 １９ － ４􀆰 ２９

样本量 ９６６ ４２３

自我雇佣 １４􀆰 ０８ ３９􀆰 ７３ ２５􀆰 ６５ ４７􀆰 ５２ ２５􀆰 ８６ － ２１􀆰 ６６

国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２８􀆰 ０５ １４􀆰 ２５ － １３􀆰 ８０ ４􀆰 ４９ ９􀆰 ５１ ５􀆰 ０２

国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３０􀆰 ０２ １３􀆰 ６５ － １６􀆰 ３７ ７􀆰 ３３ ２３􀆰 ３３ １６􀆰 ００

私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９􀆰 ４２ １２􀆰 ９１ ３􀆰 ４９ １０􀆰 ４０ １２􀆰 ３４ １􀆰 ９４

私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１８􀆰 ４３ １９􀆰 ４６ １􀆰 ０３ ３０􀆰 ２６ ２８􀆰 ９６ － １􀆰 ３０

样本量 ９６６ ４２３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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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６　 本地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实际和反事实就业岗位分布： 女性样本 （面板数据）

本地城镇居民 农民工

实际

（％ ）
反事实

（％ ）
反事实 － 实际

（百分点）
实际

（％ ）
反事实

（％ ）
反事实 － 实际

（百分点）

２０１３ 年邓肯隔离

指数： ４８􀆰 ２０

２０１７ 年邓肯隔离

指数： ４５􀆰 ９５

自我雇佣 １３􀆰 ８４ ２９􀆰 ９４ １６􀆰 １０ ３７􀆰 ３１ ３０􀆰 ４７ － ６􀆰 ８４

国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３２􀆰 ５７ １２􀆰 ５２ － ２０􀆰 ０５ ３􀆰 ０８ ６􀆰 ５０ ３􀆰 ４２

国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２５􀆰 ２４ ９􀆰 ６５ － １５􀆰 ５９ ６􀆰 ５４ ２０􀆰 ６３ １４􀆰 ０９

私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６􀆰 ８４ １９􀆰 ６５ １２􀆰 ８１ １１􀆰 ９２ ５􀆰 ７４ － ６􀆰 １８

私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２１􀆰 ５０ ２８􀆰 ２４ ６􀆰 ７４ ４１􀆰 １５ ３６􀆰 ６６ － ４􀆰 ４９

样本量 ６１４ ２６０

自我雇佣 １２􀆰 ８７ ３６􀆰 ６３ ２３􀆰 ７６ ３７􀆰 ６９ ２９􀆰 ４７ － ８􀆰 ２２

国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２８􀆰 １８ １􀆰 ４９ － ２６􀆰 ６９ ２􀆰 ３１ ５􀆰 ６６ ３􀆰 ３５

国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２９􀆰 ３２ １３􀆰 ９９ － １５􀆰 ３３ ９􀆰 ２３ ２１􀆰 ６８ １２􀆰 ４５

私有部门高技能岗位 ６􀆰 ６８ １５􀆰 ４７ ８􀆰 ７９ ６􀆰 ９２ ４􀆰 ５８ － ２􀆰 ３４

私有部门低技能岗位 ２２􀆰 ９６ ３２􀆰 ４３ ９􀆰 ４７ ４３􀆰 ８５ ３８􀆰 ６１ － ５􀆰 ２４

样本量 ６１４ ２６０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与表 ７、 表 ８、 表 ９ 中的结果相比， 面板样本中两个群体的就业分割程度更大，

就业分割程度的下降趋势也更为缓慢， 农民工进入国有部门就业时遭受的歧视更

强。 一方面， 面板样本中的农民工平均年龄相对更高， 教育程度相对更低， 从事自

我雇佣的比例更高， 与本地城镇居民的就业分割程度也就更大。 另一方面， 对于同

样的观测个体， 两年之间就业岗位发生变动的概率更小， 因此两个群体就业分布差

异的变动会更缓慢。 但总体而言， 两个群体就业分布的差异呈下降趋势， 该结论依

然稳健。

表 １７ 是基于面板数据的工资差异分解结果①。 与表 １０ 的结果相比， 面板样本中农

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平均对数小时工资的差距要更大， 并且从 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１７ 年工资差

距略有上升。 分解结果显示， 工资差距主要由禀赋效应引起， 禀赋效应中起主导作用

的是两个群体间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差距。 结构效应趋近于 ０， 统计上不显著。 详细

分解显示， 教育回报率的差异和工作经验回报率的差异起到扩大工资差距的作用， 参

照组工资的差异起到缩小工资差距的作用。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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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北地区） 而不是省份虚拟变量。



表 １７　 本地城镇居民与农民工工资差异的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 （面板数据）

因变量： 对数小时工资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总差异 ０􀆰 ３３９∗∗∗ ０􀆰 ３８９∗∗∗

禀赋效应 ０􀆰 ３６４∗∗∗ ０􀆰 ４０５∗∗∗

结构效应 －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１７

禀赋效应详细分解

结构效应详细分解

性别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教育年限 ０􀆰 ３１９∗∗∗ ０􀆰 ３５１∗∗∗

工作经验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７

单位所有制性质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９∗∗∗

行业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８∗∗∗

职业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８

地区 － ０􀆰 ０５８∗∗ － ０􀆰 ０６０∗

性别 － ０􀆰 １８５∗ － ０􀆰 １２４∗∗

教育年限 ０􀆰 ４５６∗∗ ０􀆰 ２８１∗

工作经验 ０􀆰 ３９６∗∗∗ ０􀆰 ５３１∗∗∗

单位所有制性质 ０􀆰 ０９３∗ － ０􀆰 ０２３

行业 ０􀆰 ０６６ － ０􀆰 ０２８

职业 － ０􀆰 １０６ － ０􀆰 ２８１∗∗∗

地区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１

常数项 － ０􀆰 ７９２∗∗ － ０􀆰 ３８５∗∗

样本量 １４５３ １４５３

　 　 注：∗∗∗、∗∗、∗分别代表系数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限于篇幅， 未报告地区聚类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１８ 是平衡面板数据分性别的分解结果。 两个群体女性的工资差距还是明显高于

男性； 但从 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１７ 年， 男性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有所上升， 而女性劳动力的工资

差距略有下降。 无论男女， 分解结果与基于总体平衡面板数据的结果一致， 也与表 １１

显示的结论一致。 总结而言， 基于三组面板数据的一系列分析都验证了前文结论的稳

健性。

表 １８　 本地城镇居民与农民工工资差异的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 分性别结果 （面板数据）

因变量： 对数小时工资

男性 女性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总差异 ０􀆰 ２０９ ０􀆰 ２９７∗∗∗ ０􀆰 ５２４∗∗∗ ０􀆰 ５１９∗∗∗

禀赋效应 ０􀆰 ２９３∗∗∗ ０􀆰 ３０７∗∗∗ ０􀆰 ４６６∗∗∗ ０􀆰 ５６７∗∗∗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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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对数小时工资

男性 女性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结构效应 － ０􀆰 ０８４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５９ － ０􀆰 ０４８

禀赋效应详细分解

教育年限 ０􀆰 ２７５∗∗∗ ０􀆰 ２８５∗∗∗ ０􀆰 ３７７∗∗∗ ０􀆰 ４６８∗∗∗

工作经验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０５

单位所有制性质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８１∗∗∗

行业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７５∗ ０􀆰 ０２５

职业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６３∗∗

地区 － ０􀆰 ０５４∗∗ － ０􀆰 ０５３∗∗ － ０􀆰 ０６９∗ － ０􀆰 ０６５

结构效应详细分解

教育年限 ０􀆰 ６２９ ０􀆰 ３２９ ０􀆰 ２９２ ０􀆰 ２５０

工作经验 ０􀆰 ５４６∗∗∗ ０􀆰 ７０３∗∗ － ０􀆰 ０２５ ０􀆰 ２８５

单位所有制性质 ０􀆰 １３３∗∗∗ － ０􀆰 １４７∗ ０􀆰 ０３９ ０􀆰 ０７８

行业 ０􀆰 ０８６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５９ － ０􀆰 ０３０

职业 － ０􀆰 １２３ － ０􀆰 ０５７ ０􀆰 ８９８∗∗∗ － ０􀆰 ３１８∗∗∗

地区 ０􀆰 ０７７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２４

常数项 － １􀆰 ４３１∗∗ － ０􀆰 ８５６∗∗∗ － １􀆰 ２３６∗∗ － ０􀆰 ２８９

样本量 ８８４ ８８４ ５６９ ５６９

　 　 注：∗∗∗、∗∗、∗分别代表系数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限于篇幅， 未报告地区聚类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从就业率、 就业岗位分布和工

资收入等方面考察了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差异及其变化。 总体而

言， 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劳动力市场表现各方面的差异都呈缩小趋势。

首先， 线性概率回归结果显示， 农民工的就业概率高于城镇居民，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

两者就业概率的差距下降了 ４􀆰 ６ 个百分点。 其次，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 农民工与本地城镇

居民就业岗位分布的邓肯隔离指数下降了近 ６ 个百分点， 表明两个群体的就业分割程

度有所降低。 利用岗位获得的 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ｌｏｇｉｔ 回归构造就业的反事实分布发现， 农民

工在进入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部门低技能岗位就业存在明显障碍。 最后，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 本地城镇居民与农民工平均对数小时工资的差距略有缩小。 工资差异的均值分解

结果表明， 总体工资差距主要由禀赋效应即两个群体个体特征的差异所解释。 具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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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工资差距主要由两个群体在受教育年限方面的差距所解释。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 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的就业率差异逐步缩小， 就业岗位

的分割程度有所下降， 工资决定机制逐渐趋同， 种种迹象表明农民工更好地融入了城

市劳动力市场。 但不可否认的是， 农民工在融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方面依然存在重重阻

碍， 须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首先， 虽然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就业分割的程度有所降低， 但农民工在岗位获

得尤其是进入国有部门就业方面依然存在明显障碍。 政府应该努力消除农民工在就业

方面遭受的不公平对待， 建立更加公平、 规范、 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其次， 受教育程

度的差距是造成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 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城乡

教育资源的平衡和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 努力增加农村人口接受高等教育

的机会。 最后， 政府应该进一步减少户籍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 推动教育、 医疗、 养

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进一步加快农村劳动力的市民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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